早进城的回报：
农村移民的城市经历和就业表现


内容提要：移民通过尽早进城，在青少年时期获得城市生活经历，可以提升其非认知能力，增加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概率，改善其劳动力市场收入。根据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越小，其小时工资越高。以农村移民进城当年户籍地春季旱涝等级作为首次进城年龄的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表明，户籍地当年春季降水量越多，农民越早进城，其日后的劳动力市场表现越好。机制分析表明，农村移民早进城能提高其非认知能力，提升其进入收入较高的现代服务业的概率。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破除体制障碍让更多农村人口尽早进城，以改善其日后的就业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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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urns to Early Migration to Cities:
Rural-Urban Migrants’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ir Employment Performances 

Abstract: The migrants can improve their non-cognitive skills and raise the probability to work in modern service sector by acquiring early urban life experience. Using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we demonstrate that earlier entry into the city can help the migrants earn a higher salary. Using the grade of drought or flood in the migrant’s Hukou registration county in the spring when they firstly entered the city a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we find that the more precipitation the home county had experienced in the spring of that year, the earlier the migrants had entered the city, the better the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later.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earlier entry into cities can improve their non-cognitive skills, then raise the probability to enter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with higher salary. China shall remov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allow more rural population to be urbanized as young a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ir employment and incom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Urbanization, Learning Effect, Non-cognitiv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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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样技术行业的人从周围的人那里获得的利益是如此之大。这种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奥秘随处可见，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孩子们在不知不觉间也学习了很多。
——Marshall,1920, p.225

1、 引言

城市化要推进，这是有共识的；但是，以多快的速度来推进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要不要尽早进城，事关国家发展和全民福利，却争议不断。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的制度障碍就像是玻璃幕墙，横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陆铭，2011）。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正进入深水区，中小城市已经逐步放开落户限制，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在2014年后反而提高了落户门槛。大城市的高落户门槛不但导致劳动力回流，减少城市劳动力供给（张吉鹏等，2020），而且是规模庞大的农村儿童留守的重要原因，造成大量的人力资本损失（魏东霞和谌新民，2018）。大城市在提高落户门槛的同时，流动人口继续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城市政府的户籍政策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
人口自由流动可以直接带来收入的提高和就业机会的增多（陆铭等，2019）。现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通过城市生活经历，并借助于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产生的学习效应，通过与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之间的互补，获得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提高收入（梁文泉和陆铭，2015，2016；陆铭，2017；Glaeser & Lu, 2018）。正如Lucas(1988)所言，通过干中学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与学校教育同样重要。进入城市者通过向当地的高技能劳动者模仿和学习，积累个体人力资本，提升自己的劳动力市场表现(Glaeser, 1999)；移民由其他地方进入大城市的累计工作时间越长，其工资水平提升幅度越大；年轻人具有更强的学习动力和预期收益，城市会吸引大量年轻人进入，因而城市的学习效应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也更加明显(Glaeser, 1999; Glaeser & Maré, 2001)。
这意味着城市学习效应不仅受到个人在城市累计生活时间的影响，更可能与其进入城市的早期生活经历密切相关。Glaeser(1999)识别了累计进城时间对移民劳动力报酬的影响，Glaeser & Maré(2001)认为年轻人在城市的学习效应更大，但并未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本文试图强调，流动人口早期城市生活经历能否有效转化为劳动力市场回报，取决于首次进入城市的年龄。青少年时期所处的外部环境，对个人成长至关重要。早进城的移民更能通过城市生活经历的积累，形成有别于学校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收入水平。如果说Glaeser基于美国的研究识别了移民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自由流动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高，本文则利用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首次尝试在发展中国家检验移民从农村地区到城市的迁移产生的学习效应。
本文OLS估计发现，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越小，其劳动力市场回报越高。在加入累计进城时间及其与首次进城年龄的交互项后，首次进城年龄仍然与劳动力市场回报负相关，且交互项为负，说明早进城有效提高累计进城时间的边际报酬。由于遗漏变量和样本选择问题，OLS估计会低估早进城的学习效应。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农村移民首次离开户籍地当年当地春季旱涝等级作为首次进城年龄的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发现，以重旱为基准组，其它旱涝等级下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均显著下降，农民越早进城，其当前劳动力市场回报也越高。IV估计和OLS估计的系数方向基本一致，说明早进城的学习效应在因果关系上是成立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早进城的学习效应在进城前和进城后完成教育的群体均有体现，但在进城前完成教育的群体中更加显著，而且主要体现在中低学历个体身上，说明早进城的学习效应并不是进城接受学校教育所致。特别是，农村移民只有进入真正的城市并在城市稳定就业，才能够获得这种学习效应，这种效应在大城市更大，有中间返乡个体的学习效应不显著。
城市学习效应的内在机制是另一个有待检验的问题。马歇尔早在1890年就指出，从事相同行业者之间的学习无处不在，可以通过互动交流随时获得(Marshall, 1920)。但互动交流如何提升了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则不甚明瞭。不同于人们有意识的、专门的学习，得益于生活环境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学习，更容易提升个人的沟通和交流等非认知能力，有助于其进入收入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就业。然而，由于缺乏中国流动人口追踪调查数据，使得我们很难确定进城决策和工作行业选择的先后顺序，难以识别早进城的学习效应如何影响农村移民工作行业。因此，流动人口早进城产生学习效应的机制，是本文考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利用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本文有效区分了移民进城和从事当前工作的先后顺序。机制检验发现，农村移民进城越早，他们更可能进入收入较高的行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工作。早进城者拥有更好的社交活动能力和积极进取精神等非认知能力，进而提高其进入现代服务业的概率。上述效应主要在进城一段时间后从事当前工作的个体中尤其显著，说明非认知能力的提高确实是经历了城市生活之后获得的。
劳动经济学有两支前沿文献，一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学习效应，二是劳动力早年生活经历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发展的实践，将上述两支文献建立了联系。自从马歇尔1890年提出工业集聚背景下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以来，Glaeser及其合作者(1999, 2001)提出了移民在城市生活的学习效应，并利用美国的微观个体数据验证了这种学习效应的劳动力市场回报，但一直缺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本文则从首次进城年龄这个独特的视角，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微观数据识别了农村移民早期城市生活经历的学习效应。与Glaeser及其合作者(1999, 2001)不同的是，我们强调城市生活的学习效应不仅仅在于进城的累计时间，关键在于移民的首次进城的年龄。其次，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移民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流动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更为突出的是，大量农村儿童因城市高落户门槛未能跟随父母进城。留守儿童不仅在学校教育上处于劣势，还将因为进城受阻而错失在年少时进城获得城市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学校教育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进城的学习提升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进城受阻的农村儿童将会因为城市学习效应被抑制而遭受双重人力资本损失。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说；第三节是数据与模型，描述特征事实，介绍模型设计及识别策略；第四节讨论实证结果，包括基准回归、工具变量估计和异质性分析；第五节进行机制检验；第六节总结文章结论，并讨论政策含义。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假说
城市是智力的熔炉和形成新思想的地方(Jacobs, 1969)，源于城市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是新思想产生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核心(Lucas, 1988)。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产生的学习效应主要通过高低技能劳动者和不同职业者之间互动而产生。一方面，由于存在社会互动，城市规模的扩张尤其是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学习和创新机会，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高低技能组别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陆铭等，2012）。其他多支文献研究也发现，城市中存在知识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地方，工资水平更高(Lange & Topel, 2006; Moretti, 2004a、2004b)；中国数据也表明，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个人收入也会增加(Liu, 2007; Glaeser & Lu, 2018) 。另一方面，不同职业劳动者之间也会通过互动而产生学习效应。Glaeser et al.(1992)研究发现小型和多样化的企业要比那些大型专业化的企业更加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城市聚集了大量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的人们，他们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增多，个体之间可以通过交流获得更多免费的知识，产生有效的知识溢出效应，更加容易产生新的思想，从而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增长。
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产生的学习效应不同于正式的学校教育，城市学习效应主要是通过个体向周围高技能者的学习获得人力资本积累，是后进入城市的低技能劳动者向城市现存高技能劳动者学习的过程，学习方式是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和商业接触，向进入者提供了唯一非正式的潜移默化的学习环境；而且城市人口密度越高、高技能劳动者数量越多，学习效应对劳动力市场回报效果越好（Glaeser，1999）。
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也具备获得这种非正式学习效应的条件。一方面，人口主要由农村流向城市，而且城乡间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较大。根据2011-2017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农业户口者占比超过80%，以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为主，占比约60-80%[footnoteRef:0]。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城市本地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是12.59年，农民工平均教育年限是9.64年（孙婧芳，2017）。城市中聚集了大规模的高学历个体，而且城市规模越大，高技能劳动者越多。“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每10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是15467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分别达到41980、33872、27277、28849人[footnoteRef:1]，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后进入城市者具备了向已有的高技能劳动者非正式学习的条件。 [0:  2011-2017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中，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9年以下）分别为77.87%、76.42%、75.32%、73.03%、72.03%、68.58%和65.56%。]  [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第六号）》，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广州市统计局、广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广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五号）——人口受教育情况》，2021年5月18日，广州市统计局网站；深圳市统计局，深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深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五号）》，2021年5月17日，深圳市统计局网站。] 

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就业的行业以住宿餐饮、家政等服务业为主。这主要因为城市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更多的服务业需求，如高技能劳动力对餐饮、家政等服务具有更高的消费需求，由此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陆铭等，2012）。流动人口多样化的职业为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互动学习效应创造了条件，比如家政服务员通过与不同雇主之间交流和学习，获得城市的学习效应。
城市学习效应为不同劳动者带来经济收益，但不同年龄的劳动者从中获益的大小有差异。Glaeser(1999)指出，后进入城市且技能水平较低的年轻人更容易从城市学习效应中获益。Glaeser & Maré(2001)发现，个人进入城市后，年轻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要比年长者更大。年轻和年长者进城收益的差异主要因为，生命周期理论决定了年轻人具有更强的学习优势。人类年轻时代具有更强的学习精力，而且年轻时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老年时期（郝克曼等，2020）。这说明即便进入城市者面临同样的学习环境，同样的沟通频次，相比之下年轻人的学习动力更足，干中学的学习效应更好。
城市学习效应是一种非正式的学习过程，任何有价值的观点、想法、联系交流均属于学习效应的内容，如在哪里开餐馆的想法也属于学习效应(Glaeser, 1999)。移民获得的这种非正式学习过程不同于正式的学校教育，更可能提升个体的沟通和交流等非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在个体早期就已经稳定下来了，IQ分数在10岁左右开始稳定，这表明10岁以下是形成智商的敏感期（Cunha & Heckman, 2010）；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却可以贯穿生命始终（Heckman & Corbin, 2016）。通过非认知能力的提升，个体成年后的社会经济表现同样获得显著的提升。（李晓曼和曾湘泉，2012）。Bowles & Gintis (1976)在对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中指出，将个体收入提高完全归因于认知能力是不对的，劳动者的表现主要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体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员工的态度、动机、能力和人格特征等非认知能力是雇主最为关心的因素(Green et al., 1998)。教育对个人职业成功的帮助并不取决于认知能力和智力水平，人们生活的社区、工作团队和其他社会关系反而更加重要(Arrow et al., 2000)。新近利用中国微观个体数据研究也发现，情绪稳定、责任心更强、更加严谨对个体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认知能力对工资差异的解释甚至强于传统的教育水平（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非认知能力对个体收入提高有重要作用。Heckman & Corbin (2016)指出早期研究将人力资本积累归结为单向的认知能力是非常片面的，个性、人格特征、社会参与、信任等组成的非认知能力与认知能力对个人发展同样至关重要，非认知能力不是先天决定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环境培养对个体信任、互惠、毅力、关注、动力、自信均非常重要。而早期教育对个人非认知能力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个体早期发育及青年时代是形成能力、情感和动机的关键时期(Heckman & Corbin, 2016; Heckman et al., 2006)。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显示，青少年时期是形成非认知能力的关键时期，大脑在青春期依然持续发展，从而使个体在情感控制、计划执行、目标感、社会规则意识等方面逐步成熟(Dahl, 2004)。依据上文分析，我们知道城市学习效应主要通过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频繁的互动交流而产生，主要提升个体沟通、交流、情绪控制、自信心等方面的非认知能力。
据欧洲企业网上招聘数据的研究显示，相比于工业制造业部门，服务业的雇主更需要员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高度的责任心、优秀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抗压能力和创造性等非认知能力(Kureková et al., 2016)。中国微观个体数据的研究也发现，随和友善和良好情绪会显著增加个体在服务业中的就业质量和收入（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性格和情绪是服务业雇主最看中的员工品质，拥有良好非认知能力，尤其是做事效率高、细心严谨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回报更高（李晓曼等，2019）。因此，如图1所示，现代服务业对从业者非认知能力的要求较高，农村移民通过早进城获得更多城市学习效应，改善其非认知能力，有助于个体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从而提高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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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早进城提高个体非认知能力及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概率

理论假说：农村移民进城越早，越会提升个体非认知能力，增加其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概率，提高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回报越高。
3、 数据与模型
（一）特征事实
本文主要利用2017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下文简称“监测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中，A 卷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市、县）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流动人口，包括三个要素：（1）跨县（区）流动；（2）在本地居住1 个月及以上；（3）来本地目的以“生活、工作为主”，不含因“外出旅游、看病、出差及探亲等原因”来本地者。监测数据调查标准时点为2017 年5 月1 日零时，并按随机原则在全国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开展抽样调查，调查样本地区共计439个，总样本量为169,989个，其中农村移民144529个，包括农业户口132555个、农业转居民户口8008个、首次进城后转为非农户口样本3966个；出生后以及进城之前获得非农业户口者25336，其他性质户口个体124个[footnoteRef:2]。 [2:  根据本文问卷非农业户口（含非农户口、非农转居民、居民户口三类）29302个，首次进城之后获得非农户口的共有3966个，进城之前或者进城当年（获得非农户口时间与首次进城年份相同者2828个）获得非农户口的为25336，其中进城之前获得非农户口个体中，出生就是非农业户口的有11447个。本文数据剔除占比0.07%的其他性质户口个体124个。] 

本文以农村移民为研究对象，包括农业户口、农业转居民户口以及进城之后转为非农户口者三类，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获得117,595个观测进入计算模型，其中农业户口107754个，农业转居民户口6680个，首次进城后转为非农业户口样本3161个。
本文将样本首次进城年龄分为8个组别：15岁以下、15-20岁、20-25岁、25-30岁、30-35岁、35-40岁、40-45岁、45岁以上，比例分别为7.23%、33.16%、22.35%、14.09%、9.02%、6.19%、4.15%、3.81%。从年龄分布看，15-20岁进城的比例最高，45岁以后进城的比例最低，样本中首次进城年龄平均为24.43岁，流动人口首次进城年龄普遍较晚。本文主要关注流动人口首次进城年龄与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关系。从图2来看，流动人口首次进城年龄与其当前小时工资负相关。首次进城年龄小于25岁的流动人口，每小时收入在22.07-22.8元之间，25岁之后进城者的小时工资在15.71-20.59元之间，每小时工资低1.48-7.09元。这意味着流动人口进城年龄越小，当前小时工资越高。
流动人口首次进城年龄与工资率的关系可能和个人的工作行业有关。参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行业划分标准及监测数据定义的行业类别，本文将流动人口工作行业分为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第二产业三类，[footnoteRef:3]三个行业小时工资平均值分别为18.94元、25.46元、22.62元。因此，进入现代服务业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回报。图2显示，早进城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进入现代服务业的概率，首次进城年龄不同的个体，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比例与其小时工资正相关。首次进城年龄在20-25岁的流动人口，进入现代服务业的概率为16.86%，小时工资也最高；随着个体首次进城年龄的增加，其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概率下降，小时工资也在下降。[footnoteRef:4] [3:  行业划分标准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9月发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2019年4月发布的《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2018年3月发布的关于《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12）》的通知以及监测数据问卷Q206给出了行业类别进行划分。传统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及居民服务、修理及其他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文体和娱乐、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作；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电煤水热生产供应、建筑以及制造业（含食品加工、纺织服装、木材家具、印刷、化学制品加工、专业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器机械、计算机及通讯电子、仪器仪表等其他制造加工业）。考虑到国际组织样本量只有14个，且较为特殊，未将其计入。]  [4:  50岁以上首次进城的流动人口（占比为1.6%），进入现代服务业的概率为15.4%，拉高了45岁以上首次进城流动人口进入现代服务业的概率。] 

以上特征事实表明，早进城的流动人口，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概率较高，其劳动力市场回报也较高，但其中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检验。


图2   首次进城年龄与就业行业分布、工资率的关系
（二）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考察农村移民在城市的生活经历对其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影响，基准模型如方程（1）所示。 








其中，表示“农村-城市”移民，表示流入地，表示流出地，、分别表示流入地固定效应、流出地固定效应，表示流入地-流出地联合固定效应。涵盖地级市、副省级城市、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少数民族自治州（盟）、农垦局及建设兵团等6类地区，其中流入地为336个城市（地区），流出地为342个城市（地区），基本覆盖全国。[footnoteRef:5] [5:  2017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样本地区共439个，覆盖全国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照2020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以及《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函〔2008〕60号）及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编制规则》（国统字〔2009〕91号）作为标准，将县级市（区）划入相应的地级市，并按照地级市、副省级城市、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少数民族自治州（盟）、农垦局及建设兵团分类，汇总得到流入地城市（地区）336个。同样标准得到流出地城市（地区）342个。] 

控制变量刻画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和就业单位性质。依据生命周期理论，收入一般与年龄呈倒U型关系，模型加入年龄和年龄平方项以刻画非线性关系。婚姻状态分已婚（包含初婚、再婚和同居）和未婚（包括未婚、离婚和丧偶），占比分别为81.69%、18.31%。受教育水平分未上过小学（2.31%）、小学（15.07%）、初中（48.18%）、高中/中专（21.52%）、大专（8.69%）、本科（4.01%）和研究生（0.23%）。流动范围既与首次进城年龄有关，又可能影响收入，模型加入流动范围变量，跨省迁移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个体就业单位性质可能对收入产生影响，模型加入当前就业单位性质变量，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股份/联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港澳台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社团/民办组织、其他、无单位共12类。另外，农村移民迁移模式可能会影响当前劳动力市场表现。在本文样本中，首次进城的迁移模式可分为9种情形：独自流动（42%）、仅与配偶流动（18%）、仅与父辈（包括父母、岳父母、公婆）流动（7%）、仅与子女一起流动（0.84%）、与配偶和父母流动（0.47%）、与配偶和子女流动（13%）、与父母和子女流动（0.05%）、与父母、配偶及子女一起流动（0.72%）、与其他人（包括兄弟姐妹、亲属、同学和同乡）流动（18%）共9种情况。本文各模型均加入控制农村移民首次进城的迁移模式，以剔除迁移模式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本文以小时工资对数衡量工资率，计算公式如等式（2）所示，月工资取监测数据问卷Q215（您个人上个月（或上次就业）工资收入/纯收入）的报告值，周工作小时数取监测数据问卷Q201A（这周工作时间（小时数））的报告值；为剔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小时工资上下缩尾0.1%并取对数作为因变量。首次进城年龄以流动人口首次离开户籍地年月与出生年月之差定义，计算公式如等式（3）所示。如上所述，为了区分累计进城时间和早进城两种学习效应，模型需进一步控制累计进城时间，并引入首次进城年龄和累计进城时间的交互项。本文以2017年监测数据调查时点（2017年5月）与首次进城年月之差度量累计进城时间。累计进城年数的计算如等式（4）所示。

小时工资对数=ln（月工资/（周工作小时数4））                                     (2)
首次进城年龄=（首次离开户籍地年份-出生年份）+（首次离开户籍地月份-出生月份）/12  (3)
累计进城年数=（2017-首次离开户籍地年份）+（5-首次离开户籍地月份）/12             (4)
 （三）内生性处理









本文旨在识别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对其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影响，由于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或样本选择问题，OLS估计可能存在偏误。首先，贫困家庭人口迫于生活压力而倾向于早进城务工，基准回归已控制个人特征变量，但仍可能遗漏一些无法观测的个人或家庭特征变量，如家庭初始禀赋等变量，产生遗漏变量偏误。遗漏变量偏误的表达式是，其中为家庭初始禀赋等遗漏变量对小时工资的影响，预期；为遗漏变量对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作用，由于家庭初始禀赋少的农民倾向于早进城谋生，预期。根据本文理论假说，我们预期。因此，可推断。参数估计值（在绝对值的意义上）低估了真实总体参数，OLS估计会低估早进城的学习效应。



其次，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调查的对象是仍然在城市工作的个体，那些曾经进城务工但在调查时点返回家乡或已取得本地户籍的个体则被排除在调查之外。首先，对于返乡个体来说，一方面，个体在城市务工的工资率越高，返乡的机会成本越高，更可能选择留在城市，从而被调查观测到；反之，个体在城市务工的工资率越低，返乡的机会成本越低，更可能选择返乡，成为遗漏的个体。另一方面，进城早的个体更容易适应城市生活，更不可能返乡务工；反之，进城晚的个体，较难适应城市生活，对家乡的眷恋也更多，更可能返乡务工。其次，早进城的个体由于积累较多人力资本，更容易获得本地户籍，本地户籍人口的小时工资比流动人口更高[footnoteRef:6]。如图3所示，实心圆代表观测个体，空心圆代表遗漏个体，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更可能遗漏两类观测：进城较晚的工资率较低的个体、进城较早的取得本地户籍的个体（工资率较高）。根据观测个体获得样本回归函数为实线，参数估计值是；真实总体回归函数为虚线，真实总体参数是。根据图示，。因此，样本选择将使得参数估计值（在绝对值意义上）低估了真实总体参数，OLS估计将低估早进城的学习效应。 [6:  本文样本包含了那些首次进城后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非调查地户籍）的观测3161个，其中通过进城途径获得非农户口者1677个，征地等途径获得非农户口者1484个。利用这部分样本，我们检验发现非农户口者工资率高于农业户口者，尤其是那些通过进城途径获得非农户口的个体工资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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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样本选择偏误

总之，OLS估计可能会低估早进城的劳动力市场回报。本文以流动人口首次进城当年户籍地春季降雨量作为其首次进城年龄的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处理内生性问题。[footnoteRef:7]我国地处北半球，依据北半球温带地区季节的一般划分方法，3～5月为春季，6～8月为夏季，9～11月为秋季，12月至次年2月为冬季。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降水量对全年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春季降雨量影响迁移决策。[footnoteRef:8]具体来说，本文以气象部门常用的降水距平百分率计算旱涝等级，[footnoteRef:9]并根据鞠笑生等（1997）和刘强军等（2014）的旱涝等级标准，将降水距平百分率划分为7个旱涝等级（见表1），降水距平百分率越高，表示当季降水越多，计算程序如下：（1）利用全国1965-2017年839个基站逾1548万条日降水量数据，计算每个基站历年春季降水距平百分率及旱涝等级。[footnoteRef:10]（2）根据经纬度信息，计算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县（区）与所有基站距离，按照最小距离原则匹配基站和户籍地县（区）[footnoteRef:11]。第三，以流动人口首次离开户籍地当年当地县（区）春季旱涝等级作为流动人口首次进城年龄的工具变量。根据降水量数据，中国春季旱灾发生频率高达78.07%，涝灾发生率为4.48%。 [7:  降水量数据主要采用中国气象局气象数据中心提供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V3.0)》，该数据集包含了1965年1月-2017年12月本站降水量日值数据，降水量数据中不同年份基站数有变化，1975年前测量基站数是620个，1976年12月开始逐年增加到839个。数据匹配时根据调查年份涵盖的基站经纬度与距离最近的县（区）政府所在地经纬度匹配。]  [8:  本文尝试以其它三个季节旱涝等级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夏季、秋季旱涝等级作为工具变量时，第一阶段结果不显著，以冬季旱涝等级作为工具变量时，第一阶段弱显著。这说明，农村居民是不是外出，的确主要受春季灾害程度影响。]  [9:  根据刘强军等（2014），降水距平百分率计算公式为：，Hi为降水距平百分率，为某时段降水量，为累年或累季同时段降水量均值，该指标考虑了地区常年降水量特征，具有很好的时空对比性。]  [10:  根据降水距平百分率公式，每个区站某年春季“降水距平百分率”等于该区站某年春季平均降水与该区站53年间平均春季降水之差再除以平均降水，得到春季每个区站某年的春季降水距平百分率，再换算成“降水距平百分率”衡量的旱涝等级。]  [11:  这里的经纬度指基站经纬度和县（区）政府所在地经纬度，通过经纬度计算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县（区）与所有基站距离，按照最小距离原则匹配基站和户籍地县（区）。] 



表1                                降水距平旱涝等级分类
	等级
	1
	2
	3
	4
	5
	6
	7

	降水距平百分率
（%）
	H≤-75
	-75<H≤-50
	-50<H≤-25
	-25<H<25
	25≤H<50
	50≤H<75
	H≥75

	旱涝类型
	重旱
	大旱
	偏旱
	正常
	偏涝
	大涝
	重涝

	发生比例（%）
	50.84
	15.49
	11.74
	17.45
	3.07
	0.83
	0.58


注：旱涝发生等级根据据2017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及流动人口首次外出年份降水数据整理。

有效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首先考察相关性问题。现有研究表明，年龄对迁移决策的影响是倒U型的（王桂新、刘建波，2007；Chen et al., 2014）。如图3所示，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的分布也呈现倒U型，但在不同年景首次进城年龄分布略有差异。在灾害不严重或正常年景，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平均为23.8岁，首次进城年龄集中分布在20岁左右，说明青壮年劳力是迁移的主力军。在遭遇严重干旱时，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平均为25.1岁，20岁左右首次进城年龄的人口比例下降，25岁以后首次进城的人口比例增大，说明在重旱时农村移民年龄增大。在遭遇严重涝灾时，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平均为22.3岁，首次进城年龄分布比重旱时整体向左上移动，0-16岁首次进城年龄人口比例明显上升，20岁左右首次进城人口比例也有所上升，25岁以后首次进城的人口比例则有所下降，说明在遭遇重涝时，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整体下降。这种分布差异和我国自然灾害的发生及政府抗灾救灾的模式有关。
在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政府有组织救灾减灾的常规机制，但面对不同的灾害，救灾的重点和模式不同。在面临严重旱灾时，为了确保农业生产，各级政府会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抗旱，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是抗旱救灾的主力。[footnoteRef:12]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因为参加抗旱而未能进城务工，因此我们观察到重旱时农村青壮年劳力进城比例下降。[footnoteRef:13]严重的涝灾不仅严重破坏农业生产，还会导致农村家庭财产损失，甚至危及农民人身安全。政府组织救灾的重点是转移受灾群众，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实施救灾的主力是消防官兵、武警部队甚至是职业军人。因此，面临严重的洪涝灾害时，农民倾向于选择进城务工以对冲水灾造成的损失[footnoteRef:14]，甚至会携带未成年子女一起进城避灾，选择举家迁移。和发生严重旱灾时比较，在严重涝灾时，不仅青壮年劳力进城务工比例增多，随迁子女比例也增多，进城人口年龄下降。 [12:  例如，江慧珍和朱红根（2015）对南方稻谷区755份调查问卷显示，超过80%的农民具有抗旱意愿，而且抗旱救援队的日常工作需要技术做支撑，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  [13: 作者根据2017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统计，1984年以来我国各地春季重旱发生的比例是61.13%，但农民在当地春季重旱时发生迁移的比例只有50.96%，说明在遭遇春季重旱时，确实有一部分青壮年劳力因为抗旱而减少进城务工了。由于1984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的管制开始松动，大批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经商。因此我们自1984年开始统计，样本中99.39%的流动人口首次进城时间在1984年之后。]  [14:  实证研究表明，湄公河的农民在洪灾发生的季节里，如果稻谷受损，习惯于向城市地区进行劳动力迁移以获得传统农业以外的收入维持生计(Warner et al., 2008)。] 

因此，考虑到中国乡城移民的年龄特征和抗灾救灾模式，降水量不仅影响农民进城的概率，还会影响进城人口的年龄结构。
其次分析工具变量的排他性问题。以旱涝等级度量的降雨量取决于当地的自然条件，这种自然条件会影响农村移民进城决策，一般而言不会直接作用于移民当前的工资水平。如上所述，严重涝灾可能会导致农民财产损失，农民更多选择举家迁移，工具变量是否可能通过财产损失和迁移模式两个渠道影响移民当前的工资水平呢？从理论上分析，财产损失可能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当前工资水平。不过，严重涝灾导致的农民财产损失，主要是大牲畜、家畜家禽、大型农具、粮食储备或者农村房屋，这些财产主要适用于农村生产和生活，对城市生产和生活作用甚微，重涝导致的财产损失应该不会影响农村移民当前劳动力市场表现。
另外，农村移民迁移模式可能会影响当前劳动力市场表现。在本文样本中，首次进城的迁移模式可分为9种情形：（1）独自流动；（2）仅与配偶流动；（3）仅与父辈（包括父母、岳父母、公婆）流动；（4）仅与子女一起流动；（5）与配偶和父母流动；（6）与配偶和子女流动；（7）与父母和子女流动；（8）与父母、配偶及子女一起流动；（9）与其他人（包括兄弟姐妹、亲属、同学和同乡）流动。本文各模型均加入控制农村移民首次进城的迁移模式，以剔除迁移模式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使本文工具变量在给定其它条件不变时满足外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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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春季旱涝等级与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分布
         注：本图依据2017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流动人口流出年份旱涝等级数据整理绘制。 
（四）机制检验
根据上述理论假说，流动人口通过早进城提高非认知能力，提升其进入现代服务业的概率，进而改善其劳动力市场回报。机制分析步骤如下：首先，检验不同行业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差异；其次，识别早进城对当下工作行业的影响；最后，考察早进城能否提高非认知能力，并检验非认知能力对流动人口选择工作行业的作用。而且为进一步区分移民进城和从事当前工作的先后顺序，我们依据监测数据中流动人口首次进城时间与从事当前工作时间，判断该移民的进城决策与工作行业选择的先后顺序，分别考察进城后从事当前工作的个体和进城即从事当前工作个体非认知能力对其行业选择的不同影响。
参考Heckman and Corbin(2016)、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对非认知能力的定义，本文从社交活动、积极进取心两个维度度量非认知能力。（1）监测数据“Q501A-Q501F”询问流动人口在本地社会活动参与情况，个人参与其中任意一项社会活动，“社交活动”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2）监测数据“Q316”询问流动人口留在城市的原因。如因个人发展、积累工作经验、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或者社会关系网络留在城市，“积极进取心”变量赋值1，因其它原因留在城市赋值0。非认知能力指标定义及含义见表2，全文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3。





表2                               非认知能力指标及定义
	流动人口监测数据问题
	指标定义及含义

	社交活动

	Q501A：2016年以来您在本地是否参加过工会活动？
Q501B：2016年以来您在本地是否参加过志愿者协会活动？
Q501C：2016年以来您在本地是否参加过同学会活动？
Q501D：2016年以来您在本地是否参加过老乡会活动？
Q501E：2016年以来您在本地是否参加过家乡商会活动？
Q501F：2016年以来您在本地是否参加过其他活动？
	个人只要参加其中任何一项活动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积极进取心


	Q316:打算继续留在本地的人中，留下的原因是什么？
1、收入水平高
2、个人发展空间大
3、积累工作经验
4、城市交通发达生活方便
5、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机会
6、医疗技术好
7、与本地人结婚
8、社会关系网都在本地
9、政府管理规范
10、家人习惯本地生活
11、其他
	选择2、3、5、8者说明留在城市是为了借助于城市更好的学习资源和社会网络获得自身及后代发展，积极进取心变量 赋值1，否则为0。


	
	

	
	

	
	

	
	

	
	

	
	

	
	

	
	

	
	

	
	


注：根据2017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整理。
表3                       主要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小时工资
	117,595
	21.19 
	24.77 
	0.89 
	500

	首次进城年龄
	117,595
	24.43 
	9.44 
	0 
	75.08 

	累计进城年数
	117,595
	11.38 
	7.79 
	0.17
	61.75 

	年龄
	117,595
	35.82 
	9.90 
	15.08 
	83.58 

	男性
	117,595
	0.57 
	0.49 
	0
	1

	已婚
	117,595
	0.82 
	0.39 
	0
	1

	跨省流动
	117,595
	0.51 
	0.50 
	0
	1

	受教育水平
　
　
　
　
　
　
	未上过小学
	117,595
	0.02 
	0.15 
	0
	1

	
	小学
	117,595
	0.15 
	0.36 
	0
	1

	
	中学
	117,595
	0.48 
	0.50 
	0
	1

	
	高中/中专
	117,595
	0.22 
	0.41
	0
	1

	
	大专
	117,595
	0.09
	0.28
	0
	1

	
	本科
	117,595
	0.04
	0.20
	0
	1

	
	研究生
	117,595
	0.0023 
	0.05 
	0
	1

	迁移类型
	独自流动
	117,595
	0.42
	0.49
	0
	1

	
	仅与配偶流动
	117,595
	0.18
	0.38
	0
	1

	
	仅与父辈流动
	117,595
	0.07
	0.26
	0
	1

	
	仅与子女流动
	117,595
	0.0084
	0.09
	0
	1

	
	与配偶和父母流动
	117,595
	0.0047
	0.07
	0
	1

	
	与配偶和子女流动
	117,595
	0.13
	0.34
	0
	1

	
	与父母和子女流动
	117,595
	0.0005
	0.02
	0
	1

	
	与父母、配偶及子女一起流动
	117,595
	0.0072
	0.08
	0
	1

	
	与其他人流动
	117,595
	0.18
	0.38
	0
	1

	　
　
　
旱涝等级　
　
　
	重旱
	108,477
	0.51 
	0.50 
	0
	1

	
	大旱
	108,477
	0.15 
	0.36 
	0
	1

	
	偏旱
	108,477
	0.12
	0.32
	0
	1

	
	正常
	108,477
	0.17 
	0.38 
	0
	1

	
	偏涝
	108,477
	0.03 
	0.17 
	0
	1

	
	大涝
	108,477
	0.01 
	0.09
	0
	1

	
	重涝
	108,477
	0.01
	0.08 
	0
	1

	行业
　
　
	传统服务业
	114,901
	0.48 
	0.50 
	0
	1

	
	现代服务业
	114,901
	0.15
	0.35 
	0
	1

	
	第二产业
	114,901
	0.38 
	0.48
	0
	1

	非认知能力
　
	社交活动
	120,022
	0.45
	0.50
	0
	1

	
	积极进取心
	98,281
	0.55
	0.50
	0
	1


4、 实证研究
（一）基准回归
表4利用2017年监测数据检验农民首次进城年龄对其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影响。第（1）列是单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农民首次进城年龄越小，其当前劳动力市场回报越高。第（2）-（4）列依次增加控制个人特征变量、流入地固定效应、流出地固定效应、流入地-流出地联合固定效应，首次进城年龄的系数估计值均为-0.001，且在1%水平上显著，结果是相当稳健的。上述估计结果可能包含了移民在城市累计生活时间的影响。为区分个体累计进城时间与进城早晚对其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影响，第（5）列进一步控制累计进城年数及其与首次进城年龄的交互项。依据两个变量的定义，年龄=首次进城年龄+累计进城年数，累计进城年数、首次进城年龄、年龄三者完全共线。因此，第（5）列未控制年龄及年龄平方项，结果显示，移民累计进城年数越长，其当前小时工资越高，这与Glaeser & Maré(2001)基于美国微观数据的研究结果一致。在控制累计进城年数后，移民首次进城年龄与其当前工资率依然是负相关的。特别是，首次进城年龄和累计进城年数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早进城者的累计进城年数的边际效应更大，城市的学习效应在早进城者身上更加显著。
根据第（4）列结果，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且符合预期，说明本文模型设定是合理的。其中，移民收入与其年龄呈倒U型，转折点在34岁[footnoteRef:15]，这个结果与工资方程中的发现一致，移民在壮年后收入下降。男性、已婚、跨省迁移的移民小时工资均显著高于其参照组，受教育水平可以提高流动人口小时工资（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备索）。 [15:  年龄系数是0.0408，年龄平方的系数是0.0006,34=0.0408/(2*0.0006)。] 

采用表4第（4）-（5）列的模型设定，本文利用2011-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表5结果显示，根据历年监测数据，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越小，其劳动力市场回报越高，系数估计值在-0.001至-0.003之间；类似地，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和累计进城年数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早进城者的累计进城时间的边际效应越大，其劳动力市场回报也越高。因此，流动人口首次进城年龄与其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关系在历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中均是稳健的。
如上所述，流动人口监测数据遗漏了返乡者和已取得本地户籍者。本文利用2012年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一步考察城市学习效应在返乡者身上是否显著。由于CLDS只报告返乡者现在户籍地的收入，当年在城市务工的收入缺失，我们无法直接考察返乡者和进城者在城市的收入差异。因此，本文比较返乡者和一直在本地者的收入差异、返乡者内部首次进城年龄的效应。表6列（1）-（2）结果显示，曾经进城务工现在返乡的个体，小时工资比一直在农村本地的个体高15.8%；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地区固定效应后，返乡者的小时工资依然比一直在农村本地的个体高17.8%。可见，同为农村本地就业，进城务工经历确实有助于提高其劳动力市场表现。第（3）-（4）列将样本限制在返乡者内部，估计结果显示，不论是否控制个人特征，首次进城年龄越小，返乡后其小时工资也越高。因此，进城学习效应在返乡者身上也是显著的。
表4                         首次进城年龄与劳动力市场回报（基准估计）
	变量
	小时工资对数

	
	（1）
	（2）
	（3）
	（4）
	（5）

	首次进城年龄
	-0.009***
	-0.001***
	-0.001**
	-0.001**
	-0.005***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累计进城年数
	
	
	
	
	0.003***

	
	
	
	
	
	(0.001)

	首次进城年龄*
累计进城年数
	
	
	
	
	-0.0003***

	
	
	
	
	
	(0.000)

	个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入地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出地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入流出地联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117,595
	117,595
	117,593
	110,183
	110,183

	R2
	0.014
	0.138
	0.213
	0.293
	0.287


注：a.*、**、***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聚类到流入地的稳健标准误。b.在引入流入地、流出地以及流入-流出地联合固定效应后，高维固定效应模型会剔除掉部分单粒子观测(Correia,2015)，导致样本观测数略少于全样本数，下同。如无特别说明，以下各表OLS模型设定与列（4）相同，均控制个体特征、流入地固定效应、流出地固定效应以及流入流出地联合固定效应。c.限于篇幅所限，未报告其他控制变量信息。
表5                      首次进城年龄与劳动力市场回报（稳健性检验）
	变量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首次进城年龄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0)

	首次进城年龄
*累计进城年数
	
	-.0002***
	
	-.0002***
	
	-.0004***
	
	-.0001**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累计进城年数
	
	0.004***
	
	0.004***
	
	0.009***
	
	0.003**
	
	0.006***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观测值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134,230
	134,230
	148,237
	148,237
	141,284
	141,284
	110,312
	110,312
	47,637
	47,637


注：a.2016年监测数据未直接调查所有流动人口首次离开户籍地时间，该年结果未报告；2014年监测数据未报告周工作小时数，因此直接采用月工资作为因变量，其它年份采用小时工资作为因变量。b.2011-2015年只报告流动人口来源地省份，因此控制流入地城市固定效应。c.2011-2015年未报告首次离开户籍地迁移模式，因此未控制此项。

表6                   首次进城年龄对返乡人员收入影响（2012年CLDS数据）
	变量
	小时工资对数

	
	（1）
	（2）
	（3）
	（4）

	返乡者=1，
一直在农村本地=0
	0.158***
	0.178***
	
	

	
	(0.051)
	(0.057)
	
	

	首次进城年龄
	
	
	-0.014**
	-0.017**

	
	
	
	(0.006)
	(0.008)

	个体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2,251
	1,666
	208
	157

	R2
	0.004
	0.295
	0.025
	0.089


注：a.列（1）-（6）全部是农村个体。b.返乡者所在地城市共有122个，样本量只有208个，考虑到城市固定效应会消耗太多自由度，因此列（3）-（6）未加入城市固定效应。
（二）工具变量估计
如上所述，由于存在遗漏变量和样本选择，OLS估计可能低估流动人口早进城的学习效应。本节以流动人口首次离开户籍地当年户籍地所在县区春季旱涝等级作为其首次进城年龄的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处理内生性问题。2011-2015年的监测数据只报告流动人口户籍地所在省份，没有具体县区信息，无法匹配县区降水量数据，下文均以2017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从原理上说，本文工具变量的逻辑是降水量影响留守农村和进城（特别是年轻人进城务工）的相对收益，降水量主要影响农业人口的迁移决策，对非农人口的迁移决策影响非常弱，下面从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两个样本考察，其中农业人口样本占比85.96%，非农人口样本仅占14.04%。
表7第（1）-（2）列为农业人口样本的两阶段估计结果。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首次离开户籍地当年户籍地所在县区春季降水量越多，流动人口越早进城。在农业人口样本中，春季旱涝等级和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负相关。以重旱作为基准，在其它旱涝等级下，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均显著减少。在大旱至大涝等级下，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比重旱时减少约1岁；在重涝等级下，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比重旱时减少达4岁多。因此，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符合工具变量的理论逻辑。第二阶段估计表明，农村移民早进城有利于提升其当前劳动力市场回报。农村移民早进城一年，当前小时工资显著增加2.2%，相当于1.8年小学教育的回报，或约1年初中教育的回报[footnoteRef:16]。OLS估计系数仅为-0.0013，即农村移民早进城一年，当前小时工资增加0.13%。可见，IV估计系数是OLS估计系数的17倍左右，说明OLS估计确实低估了早进城的学习效应。在全样本里，似乎IV估计系数比OLS估计系数大了太多，我们在后文中会看到，其实，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由流动到一线城市的样本驱动的，而恰恰在一线城市制约劳动力流入的障碍比较多，在这部分样本里，IV估计系数与OLS估计系数差别是7倍。 [16:  以未上小学为参照组，小学毕业者的小时工资提高7.33%，受教育年限回报1.22%/年；初中毕业者的小时工资提高20.05%，受教育年限回报2.23%/年。2.2%/1.22%=1.8，2.2%/2.23%=0.99。] 

第（3）-（4）列是非农人口样本的两阶段估计结果。第一阶段估计显示，工具变量和非农人口首次进城年龄的关系出现异常。以重旱为基准组，在偏旱和重涝两个等级估计系数显著，在其它旱涝等级下估计系数均不显著。第二阶段估计表明，首次进城年龄的估计系数虽然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因此，降雨量通过农业生产影响农业人口迁移决策，但对非农人口迁移决策的确没有影响，不适合作为非农人口首次进城年龄的工具变量，这从一个侧面印证本文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总之，IV估计系数和OLS估计系数方向一致，确认了农村移民早进城对其劳动力市场回报具有正向的因果效应，下文将同时报告OLS估计和IV估计结果，从定性角度来讨论和分析。

表7                       首次进城年龄对小时工资对数影响的IV估计
	变量
	农业户口
	非农户口

	
	首次进城年龄
	小时工资对数
	首次进城年龄
	小时工资对数

	
	（1）
	（2）
	（3）
	（4）

	首次进城年龄
	
	-0.022***
	
	-0.009

	
	
	(0.007)
	
	(0.012)

	大旱

	-0.794***
	
	-0.145
	

	
	(0.094)
	
	(0.201)
	

	偏旱

	-0.873***
	
	-0.474**
	

	
	(0.106)
	
	(0.183)
	

	正常

	-0.574***
	
	-0.063
	

	
	(0.113)
	
	(0.178)
	

	偏涝

	-0.687***
	
	0.403
	

	
	(0.185)
	
	(0.303)
	

	大涝

	-1.113***
	
	-0.117
	

	
	(0.279)
	
	(0.482)
	

	重涝

	-4.220***
	
	-5.384***
	

	
	(0.704)
	
	(1.040)
	

	观测数
	108,477
	108,477
	17,700
	17,700

	R2
	0.086
	0.086
	0.164
	0.164

	弱工具检验F值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91.091
	
	21.529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据是稳健标准误，下表同。由于工具变量衡量的是流动人口流出年份老家县级春季旱涝等级，已捕捉到了个体来源地的差异，类似于城市固定效应，因此这里没有控制来源地固定效应，下文使用工具变量均与此相同。其他控制变量同表4列（4）。
（三）异质性分析
1．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农村移民早进城有利于提高其劳动力市场回报，但早进城的这种效应是否由进城接受学校教育产生的呢？在基准估计和工具变量估计中，我们已经控制了农村移民的受教育水平，首次进城年龄的估计系数反映的是除了学校教育以外的城市学习效应。当然，早进城的农村移民，受教育水平也可能更高。特别是，如果当初农村移民早进城是为了在城市接受教育，简单地控制受教育水平无法完全区分进城的学习效应和学校教育对其日后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影响。比较移民首次进城年龄和完成教育的年龄[footnoteRef:17]，可以判断移民是在进城前还是进城后完成教育。 [1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9年义务教育”；小学入学年龄是根据儿童截止至当年9月1日的年龄，我们将出生月份在1-8月和9-12月的个体分别依据受教育年限粗略计算其完成教育年龄：对于出生月份在1-8月的个体，完成教育年龄=6+(8-出生月份)/12；对于出生年份在9-12月的个体，完成教育年龄=7+(8-出生月份)/12。] 

如果流动人口首次进城年龄大于完成教育年龄，说明农村移民在进城之前完成教育；如果流动人口首次进城年龄小于完成教育年龄，说明农村移民在进城之后完成教育。如表8所示，在本文样本中，接近80%的个体是在进城之前完成教育，进城之后完成教育的个体占比仅为20.58%。其中，进城之前完成教育的个体学历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占比达到75.86%，高中占比为18.23%，大专及以上占比仅为5.91%；进城之后完成教育的个体学历水平更高，初中及以下占比仅为25.8%，高中占比为34.21%，大专及以上占比高达39.99%。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定义的流动人口以跨县区流动为准，由于大部分的高等教育都是在城市获得的，进城前完成高等教育比例低、进城后完成高等教育比例高符合实际情况。
表8区分两个子样本检验个体早进城的学习效应，发现早进城的学习效应在两个子样本中均有体现，但在那些进城之前完成教育的样本中更加显著。在进城前完成教育的移民中，进城的学习效应在中低学历群体非常显著，在接受高等教育群体中学习效应变得不显著了，说明完成高等教育的群体工资率更多依赖于学历本身的影响，与进城经验关系减弱。在进城后完成教育的移民中，OLS估计和IV估计的系数均为负，统计显著性均较弱，分教育水平看只在个别组别弱显著，说明进城后完成教育的移民，早进城的学习效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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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早进城学习效应异质性分析（因变量：小时工资对数）
	变量
	进城之前完成教育
	进城之后完成教育

	
	全样本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全样本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IV估计
	
	
	
	
	
	
	
	
	
	
	
	

	首次进城年龄
	-0.027***
	-0.022**
	-0.025**
	-0.039**
	-0.011
	-0.055
	-0.049§
	0.002
	-0.028
	-0.101*
	-0.048
	-0.105

	
	(0.008)
	(0.009)
	(0.010)
	(0.019)
	(0.059)
	(0.057)
	(0.032)
	(0.067)
	(0.074)
	(0.060)
	(0.046)
	(0.085)

	观测数
	86,119
	18,333
	46,910
	15,713
	3,703
	1,324
	22,352
	208
	5,447
	7,649
	5,678
	3,140

	R2
	0.051
	0.017
	0.015
	-0.030
	0.072
	0.033
	0.097
	0.131
	0.070
	-0.138
	0.063
	-0.091

	OLS估计
	
	
	
	
	
	
	
	
	
	
	
	

	首次进城年龄
	-0.001**
	-0.002**
	-0.001
	-0.001
	-0.004
	0.004
	-0.002§§
	-0.023
	-0.005§
	-0.003
	0.002
	-0.008*

	
	(0.001)
	(0.001)
	(0.001)
	(0.001)
	(0.004)
	(0.012)
	(0.002)
	(0.020)
	(0.004)
	(0.003)
	(0.003)
	(0.004)

	观测数
	86,535
	16,926
	45,175
	13,513
	2,616
	770
	20,107
	104
	3,934
	5,994
	4,474
	2,276

	R2
	0.279
	0.321
	0.257
	0.319
	0.409
	0.515
	0.386
	0.683
	0.390
	0.348
	0.405
	0.549


注：§表示P<0.15，§§表示P值=0.162。
2.流入城市的差异
进城的学习效应与农村移民所进入的城市特征有关。城市规模越大，服务业比重越高（钟粤俊等，2020）；服务业比重高，高技能劳动者占比也越高，城市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更大(Glaeser & Lu, 2018)。因此，从理论上说，农村移民进入大城市的学习效应，比进入普通城市大。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报告了流动人口首次流动的城市和现居住地城市，本文将流动人口进入地区分为城市和县市两类。其中，城市包括市辖区和珠三角发达城市的镇[footnoteRef:18]，这些地区特别是一线城市，经济发达，服务业比重高，人口密集，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可以获得人力资本外部性，产生进城的学习效应；县市包括县和县级市，这些地区经济条件比农村好，人口密度亦高于农村，但远低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流动人口进入县市更多是“离土不离乡”，难以获得大城市那样强的人力资本外部性。 [18:  珠三角发达城市的镇经济发达、流动人口密集，建制相当于普通地级市的区，可以等同视为市辖区。] 

本文利用监测数据对农村移民首次离开户籍地的流入地进行了汇总分析。在全部调查的144529个样本中，首次进入城市和县市（即县级市和县）的个体分别为112,471和31,668个，占比分别为77.82%%和21.91%，进入其他地区（含农场、林场、镇等）个体390个，占比0.27%（样本量太少本文不予分析）。这意味着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后，将近80%的个体直接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其中19,768（占比17.58%）的个体首次进入了一线城市[footnoteRef:19]。 [19:  为严格区分进入一线城市个体，这里不包括首次进入一线城市周边县域样本，包括北京市密云县（2015设立密云区）49个和延庆县（2015年设立延庆区）37个样本，以及上海市崇明县（2016年设立崇明区）39个样本。鉴于首次进城时间较早，首次进入这三个区域个体，仍沿用样本中口径，按照县城划分。] 

我们将流动人口分成只流动一个城市和流动多个城市者，进入数据计算样本共计116181个，其中只流动一个城市者57007，流动2个及以上城市者59174个，占比分别为49.07%和50.93%。对于首次和本次只流动过一个城市的移民，其进入的城市可以分为一线城市(5572个)、其它城市（38146个）和县市（13289个）三类，占比分别为9.77%、66.91%和23.31%。对于流动过两个及以上城市的移民分成四种可能[footnoteRef:20]：首次和现在均进入城市（38,388个）、首次进入城市现在县市（10,040）、首次进入县市现在进入城市（5537）、首次和现在均进入县市（5209），占比分别为64.87%、16.97%、9.36%、8.80%。 [20:  表9主要讨论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学习效应，只对文中四种类型详细讨论，其他类型不做分析，因此总的样本量比表10略少。] 

表9的分组估计显示，在只流动过一个城市的移民中，进入一线城市的学习效应最大，进入其它城市的学习效应次之，进入普通的县市学习效应不显著。在进入一线城市的样本中，即使是按低估的OLS的系数，早进城1年的效应相当于0.23年的初中教育。[footnoteRef:21]根据流动过两个及以上城市的移民样本，首次进入城市的个体学习效应最为显著，首次进入城市现在县市的个体学习效应减弱，而首次进入普通的县市，不管现在城市还是县市，学习效应均不显著。这说明，农村移民只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并且保持在城市稳定就业，才能产生进城的学习效应，提高农村移民收入水平。相反，“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并不能帮助农村移民积累人力资本，改善其劳动力市场表现。 [21:  以未上小学为参照组，初中毕业者的小时工资提高19.54%，受教育年限回报2.17%/年，0.5%/2.17%=0.23。
] 






表9                 首次与本次进入不同城市类型对小时工资对数的影响
	变量
	首次和本次只流动过一个城市者
	流动过两个及以上城市者

	
	一线城市
	其他城市
	县市
	城市-城市
	城市-
县市
	县市-
城市
	县市-
县市

	
	（1）
	（2）
	（3）
	（4）
	（5）
	（6）
	（7）

	IV估计
	
	
	
	
	
	
	

	首次进城年龄
	-0.036**
	-0.031**
	0.005
	-0.040***
	-0.024
	0.023
	0.006

	
	(0.018)
	(0.014)
	(0.037)
	(0.010)
	(0.018)
	(0.015)
	(0.010)

	流入地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5,224
	35,303
	12,090
	35,517
	9,237
	5,043
	4,680

	 R2
	0.181
	0.057
	0.065
	0.059
	0.061
	0.092
	0.076

	OLS估计
	
	
	
	
	
	
	

	首次进城年龄
	-0.005***
	-0.001
	-0.001
	-0.001
	-0.004*
	0.001
	-0.002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3)
	(0.002)

	流入地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出地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流入-流出地联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5,383
	34,671
	10,677
	34,355
	7,287
	3,864
	3,620

	 R2
	0.320
	0.285
	0.395
	0.321
	0.395
	0.374
	0.372


注：县市指县和县级市，包含但不限于县城或者县级市的市政府所在地。

3.中间流动的影响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根据首次进城的年月减出生年月得到。从变量的定义来看，首次进城的年月和出生年月均是准确的，变量本身并没有测量误差。然而，本文强调的“进城的学习效应”，确实与移民在城市的生活经历有关，如果流动人口首次离开户籍地至调查时点之间存在返乡再回城务工的情况，进城的学习效应确实会打折扣。本文利用首次进城年龄、本次进城年龄、流动城市数量三个维度的信息识别一直流动和具有返乡经历移民。移民本次进城年龄和首次进城年龄相等，表明其一直在流动，这部分样本以仅流动过1个城市为主（43.16%），少数样本曾流动过多个城市（1.55%）。移民本次进城年龄大于首次进城年龄，表明其存在多次流动的情况，少数样本仅流动过1个城市（6.34%），说明其具有中间返乡的经历；大部分样本有两个及以上城市流动经历（48.95%），但不确定其是返乡还是在不同城市流动。各类子样本观测数和比例见表10所示。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检验仅流动一个城市者，比较那些在一个城市稳定迁移和在具有中间返乡经历样本的估计结果，检验返乡经历对学习效应的影响。表11的估计表明，早进城有助于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村移民提高其劳动力市场的回报，具有返乡经历的移民学习效应有所减弱。根据OLS估计结果，稳定迁移个体的估计系数为负，t统计量约为1；有中间返乡经历个体的估计系数为正非常接近于0，统计不显著；根据IV估计结果，稳定迁移个体的估计系数为-0.041，且在1%水平上显著；有中间返乡个体的估计系数为-0.031，在10%水平上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具有中间返乡经历的个体，中间返乡的时间平均约为6.3年，超过一半的个体中间返乡时间达到4.3年。正是因为返乡时间过久，进城的学习效应打折扣，导致首次进城年龄的估计系数大小和统计显著性下降。 

表10                         一直流动和有返乡经历的划分
	
	本次进城年龄-首次进城年龄

	
	等于0
	大于0

	流动城市数
	等于1
	一直流动且仅流动过1个城市（50748个，43.16%）
	中间有返乡经历
（7460个，6.34%）

	
	大于1
	一直流动且流动城市大于1个（1820个，1.55%）
	不确定是否有返乡经历（57563,48.95%）


注：流动城市数指跨区县1个月及以上，以工作、生活等为目的，不包括出差、探亲、旅游、看病等。

表11          流动一个城市者中一直流动和有返乡经历个体对早进城效应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小时工资对数
	一直流动者
	有中间返乡经历者

	
	（1）
	（2）
	（3）
	（4）

	
	OLS
	IV
	OLS
	IV

	首次进城年龄
	-0.001
	-0.041***
	0.000
	-0.031*

	
	(0.001)
	(0.014)
	(0.003)
	(0.018)

	观测值
	45,722
	46,800
	5,739
	6,898

	R2
	0.323
	0.005
	0.406
	0.055



5、 机制检验

上文理论分析表明，农村移民早进城有助于提升其劳动力市场回报，其中的机制是，移民早进城可以在青少年时期获得城市生活经历，提升了其社交活动和积极进取心等非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个体在现代服务业就业，进而提升其收入水平。本节实证检验上述作用机制。
首先，我们考察不同行业工资率的差别。表12第（1）列OLS估计发现，在控制个人特征、流入地、流出地及流入-流出地联合固定效应后，农村移民进城务工小时工资呈现出显著的行业差异。与在传统服务业务工相比，农村移民在现代服务业、第二产业务工的小时工资分别高17%、13.2%，说明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有助于增加农村移民收入。根据2017年监测数据，农村移民在传统服务业、第二产业、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47.77%、37.6%、14.62%，说明目前大部分农村移民在收入较低的传统服务业工作，只有不到15%的农村移民在收入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工作，而城镇单位职工在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比例接近30%。[footnoteRef:22] [22:  依据本文行业定义及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中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和私营企业及个体就业人员数据，2013-2019年城镇单位职工在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28.7%、28.4%、28.9%、28.8%、29.1%、29.4%和30.9%。（见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 

其次，我们检验早进城对进入行业的影响。表12第（2）-（7）列以在传统服务业就业为参照组，分别采用OLS估计、工具变量估计和多元Loigt估计方法，检验早进城是否有助于农村移民进入高收入的行业工作。三种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农村移民早进城会显著提高其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概率，但对进入第二产业就业的概率没有影响。
再次，我们分析早进城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表13第（1）-（4）列同时采用OLS和IV估计考察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对其社交活动的影响，两种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农村移民早进城有助于其增强其社交活动能力和培养其积极进取精神。这与Heckman et al.(2006)、Heckman and Corbin(2016)关于早期教育有助于提升个人非认知能力的研究结论一致。第（5）-（6）列以在传统服务业就业为参照组，进一步检验社交活动能力和积极进取心对农村移民工作行业的影响，发现社交活动能力和积极进取精神均可以显著提高农村移民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概率，但两者对农村移民进入第二产业工作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交活动能力可以显著提高农村移民进入第二产业工作的概率，[footnoteRef:23]积极进取心精神则会显著降低农村移民进入第二产业就业的概率，两种效应相互抵消以致首次进城年龄对进入第二产业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23:  但其估计系数和统计显著性均低于社交活动能力对农村移民进入现代服务业工作的影响。] 

表12                      首次进城年龄、进入行业与小时工资
	变量
	小时工资对数
	现代服务业
	第二产业

	
	OLS 
	OLS
	IV
	Mlogit
	OLS
	IV
	Mlogit

	
	（1）
	（2）
	（4）
	（3）
	（5）
	（6）
	（7）

	首次进城年龄
	
	-0.001***
	-0.001**
	-0.00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2)
	(0.000)
	(0.000)
	(0.002)

	现代服务业
	0.170***
	
	
	
	
	
	

	
	(0.009)
	
	
	
	
	
	

	第二产业
	0.132***
	
	
	
	
	
	

	
	(0.009)
	
	
	
	
	
	

	观测值
	107,511
	66,751
	67,016
	116,976
	92,803
	91,960
	116,976

	R2
	0.299
	0.347
	0.247
	
	0.383
	0.200
	


注：列（1）、（3）、（5）模型设定与表4列（4）相同；第(2)-(5)列均以传统服务业为基准组。列（3）和（7）Mlogit回归是一个模型，因此样本量相同，控制了流入地和流出地固定效应，因Stata计算能力问题未控制流入流出地联合固定效应。下表Mlogit回归部分均与此相同。


表13                      首次进城年龄、进入行业与非认知能力
	变量
	OLS
	IV
	Mlogit

	
	社交活动
	积极进取心
	社交活动
	积极进取心
	现代服务业
	第二产业

	
	（1）
	（2）
	（3）
	（4）
	 （5）
	（6）

	首次进城年龄
	-0.003***
	-0.003***
	-0.010***
	-0.007*
	
	

	
	(0.000)
	(0.000)
	(0.004)
	(0.004)
	
	

	社交活动
	
	
	
	
	0.131***
	0.042**

	
	
	
	
	
	(0.023)
	(0.018)

	积极进取
	
	
	
	
	0.074***
	-0.066***

	
	
	
	
	
	(0.023)
	(0.018)

	观测数
	112,527
	91,348
	110,650
	90,600
	95,702
	95,702

	R2
	0.192
	0.183
	0.055
	0.046
	
	




进城决策、非认知能力和工作行业的选择可能是同时发生的，如果农村移民是经历了较长的城市生活后才开始从事当前工作，可以确认这种行业选择可能受到了进城学习效应的影响；如果农村移民进城即从事当前工作，我们无法确认行业选择和进城学习效应之间的关系在本文样本中，农村移民职业包括雇主（5.37%）、雇员（57.39%）、自营劳动者(35.52%)、其他（1.73%）四类，其中雇主和雇员均报告了开始从事当前工作的年月，比较其首次进城的年月，我们可以判断该移民的进城决策与工作行业选择的先后顺序[footnoteRef:24]。如果首次进城年月早于开始从事当前工作年月，说明工作行业选择晚于进城决策（以下简称“进城后从事当前工作”）；如果首次进城年月等于开始从事当前工作年月，说明进城决策和工作行业选择是同时发生的（以下简称“进城即从事当前工作”）。如表14所示，根据雇主和雇员提供的信息，约80%的农村移民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开始从事当前工作，其首次进城的年龄均值分别为22.4岁，开始从事当前工作的年龄为30.8岁，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比例为19.07%，小时工资达22元；约20%的农村移民进城即从事当前工作，其首次进城年龄和开始从事当前工作的平均年龄约为28.7岁，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比例为16.34%，小时工资为20元。因此，进城后从事当前工作的农村移民，首次进城年龄小，进入现代服务业工作的比例高，小时工资也较高。 [24:  在样本中，只有1.8%的农业户口者是在进城前开始目前的工作，比例较低，在此对其不做讨论。] 

表15的分组估计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特征事实。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城市生活后才开始从事当前工作的农村移民，OLS和IV估计结果均显示，早进城会显著提高农村移民的劳动力市场绩效，其中的机制是早进城可以改善其社交活动能力和积极进取心，社交活动能力和积极进取心可以提高其进入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概率，但对进入第二产业就业则没有显著影响，这个结果是符合本文理论预期的。相对于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需要更好的沟通交流能力，良好的职业晋升空间需要从业者具备较强的积极进取心。在进城即从事当前工作的农村移民中，首次进城年龄对其工资率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OLS估计系数显著为负，IV估计系数统计不显著，两种估计方法未得到一致结果，我们无法确认进城即从事当前工作的农村移民样本中早进城的学习效应。
因此，根据进城后从事当前工作的移民样本，我们确认农村移民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和进入收入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就业，确实是及早进城获得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结果。

表14                     进城决策和行业选择不同情形下的农村移民特征
	分类

	比例
	首次进城年龄
	开始当前工作年龄
	传统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
	第二产业
	小时工资

	进城后从事当前工作
	79.8%
	22.44
	30.76
	33.28%
	19.07%
	47.65%
	22.12

	进城即从事当前工作
	20.2%
	28.73
	28.73
	36.02%
	16.34%
	47.63%
	20.17


注：问卷中雇员和雇主报告了开始当前工作年月，自营劳动者和其他职业者未报告该信息。






表15                               进城决策和行业选择不同情形下早进城的作用


	变量


	进城后从事当前工作
	进城即从事当前工作

	
	OLS估计
	IV估计
	OLS估计
	IV估计
	Mlogit
	OLS估计
	IV估计
	OLS估计
	IV估计
	Mlogit

	
	小时工工资对数
	社交
活动
	积极
进取
	社交
活动
	积极
进取
	现代服务业
	制造业
	小时工资对数
	社交
活动
	积极
进取
	社交
活动
	积极
进取
	现代服务业
	制造业

	
	
	
	（1）
	（2）
	（1）
	（2）
	（3）
	（4）
	
	
	（5）
	（6）
	（5）
	（6）
	（7）
	（8）

	首次进城年龄
	-0.004***
	-0.027***
	-0.003***
	-0.004***
	-0.009*
	-0.012**
	
	
	-0.007***
	-0.017
	-0.007***
	-0.003**
	0.004
	-0.009
	
	

	
	(0.001)
	(0.008)
	(0.000)
	(0.000)
	(0.005)
	(0.006)
	
	
	(0.001)
	(0.024)
	(0.001)
	(0.001)
	(0.016)
	(0.015)
	
	

	社交活动
	
	
	
	
	
	
	0.093***
	0.015
	
	
	
	
	
	
	0.244***
	0.303***

	
	
	
	
	
	
	
	(0.031)
	(0.026)
	
	
	
	
	
	
	(0.060)
	(0.046)

	积极进取
	
	
	
	
	
	
	0.059*
	-0.109***
	
	
	
	
	
	
	0.020
	-0.261***

	
	
	
	
	
	
	
	(0.031)
	(0.026)
	
	
	
	
	
	
	(0.061)
	(0.046)

	观测数
	52,590
	53,606
	53,344
	44,292
	54,350
	45,548
	48,347
	48,347
	11,753
	13,630
	11,866
	9,011
	13,749
	10,687
	11,270
	11,270

	R2
	0.350
	0.129
	0.212
	0.197
	0.061
	0.038
	
	
	0.400
	0.159
	0.298
	0.305
	0.067
	0.073
	
	









6、 结论与政策含义

农村移民早进城，通过城市生活经历获取城市的经验，提升其非认知能力，进而提高其进入收入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概率，最终改善其劳动力市场表现。本文利用2017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识别了农村移民早进城的学习效应。OLS估计和IV估计均表明，农村移民早进城有助于提高其小时工资。农村移民早进城增进人力资本回报，并不是因为早进城接受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城市生活经历本身带来的学习效应，这种效应在大城市稳定就业的群体中更为显著，中间返乡经历将会减弱早进城的学习效应。机制分析确认，早进城确实通过长期的城市生活经历提高移民的沟通交流和积极进取心等非认知能力，提高其进入收入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概率，从而提高其劳动力市场表现。
由于农村移民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流动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学习效应被抑制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移民规模庞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限制外来人口在城市落户曾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在经历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人均GDP甚至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人口增速放缓，特别是大城市人口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严重，亟需外来人口补充以维持人口年龄结构平衡。同时，我国城市化率目前已达到64%的水平，城市化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农村移民进城仍然是城市化的主要渠道。
城市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继续推进城市化的关键。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中小城市逐渐取消落户限制，但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仍存在较高的落户门槛。然而，大城市恰恰是流动人口主要的迁入地，也是服务业占比更高的城市，又是进城学习效应更强的地方。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年4月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公共服务按常住人口配置。未来，进一步破除体制障碍，让今天在农村的年轻人能尽早进城，就能更好地发挥大城市对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引领作用。因此，打破体制性障碍，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实现农村人口早日进城，不仅有利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和提高收入，而且能够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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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工资	
15岁以下	15-20岁	20-25岁	25-30岁	30-35岁	35-40岁	40-45岁	45岁以上	22.07	22.27	22.8	20.59	19.43	18.15	17.9	15.71	现代服务业就业比例	
15岁以下	15-20岁	20-25岁	25-30岁	30-35岁	35-40岁	40-45岁	45岁以上	0.163	0.1533	0.1686	0.132	0.1159	0.1157	0.112	0.1296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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